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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日本对华复交决策这一历史性决断中变量(vari-

ables)间的力学关系及其运作模式表现为:在决策过程中 , 除正式机

制外 ,同样存在非正式机制的“场” ;在日本外交决策的日常程序中体

现为“官僚主导” , 在取得重大突破时则要靠“政治决断” 。把握日本

外交决策的这些特点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日本决策过程规律性的

认识。

关 键 词:外交决策　对华复交决策　变量　政治力学

决策研究(study of decision-making)近年来一直是政治学中

的“显学” ,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决策活动是政治活动的核心 ,是

所有政治行为的源泉和结果” ①,相对于传统的分析方法 ,决策

理论是一次巨大变革。决策问题属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课题。

其中 ,外交决策② 问题 ,在国际政治学 、外交学以及国别研究中

的地位均举足轻重。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者从多视角对该课题

进行了富有创见性的理论建构和实证分析。我国学者对日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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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西方学者多把外交决策看成是一种渐进过程 , “这个过程使对立的集团利

益和施加压力的官僚部门最终达成折中的选择和妥协方案” 。参见〔美〕詹姆斯·多

尔蒂 、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 世界知识出

版社 , 2003年 ,第 594页。

俞可平:《权力政治与公益政治———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评析》 ,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 2000年 ,第 63页。



交决策的研究起步较晚 ,在此领域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但囿

于研究条件及语言等因素的限制 ,仍有着力研究的必要。本文

拟通过日本对华复交政治力学的个案研究来揭示日本外交决策

中“集体行动的逻辑” ,即在微观 、具体的层面上对日本外交决策

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和把握。

一　选题的视角与研究方法

在分析日本对华复交决策时 ,本文充分注意到了近年来国

际关系学界倡导的“把对外决策研究同国内政治研究更为谨慎

地结合起来的必要性” 。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 ,是国际体系(in-

ternational systems)而不是国家内部的政治(domestics politics)决

定国家的国际行为。相比之下 ,笔者更为赞赏安德鲁·莫拉维斯

克的观点 ,即单纯从国际层次进行分析的理论总的看来很吸引

人 ,但是它们“在实际存在的反常现象和理论的局限性的共同压

力下很容易变得无能为力” ,因而文中尝试运用“两个结合起来

的分析层次(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来对日本外交决策予以全

面阐释。

同时 ,本文在分析影响对华复交决策的“国内层次”时 ,有选

择地借用了政治学中的“政治决策分析方法” 。该方法立足于从

一国“政治决策”入手揭示该国“政治体制”的运转规律 ,它的基

本视角就是立足于分析“决策过程”(decision-making process)及

其内容。在结合日本外交决策的实践并对学术界关于外交决策

研究理论进行梳理之后 ,笔者认为 ,外交决策过程及其内容的分

析框架通常由诸多变量(variables)构成 ,文中将对此予以重点探

讨 ,并揭示其力学关系。

与传统的政治分析不同 ,本文在分析时拟对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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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特别关注:第一 ,研究日本外交决策的机制 ,亦即研究决策

过程中变量间的力量对比及其运作模式 。笔者不仅分析了影响

复交决策的“正式”机制 ,还阐明了广为运用的“非正式”方式①,

从而得以对日本外交决策进行更加全面的把握。第二 ,对“决策

理论”予以检验 。时下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流行的决策理论将

注意力集中在实际制定政府政策的具体决策人的行为上。理查

德·施奈德等决策理论家力求使政治分析的范围更加具体和精

确 ,从而更适于系统分析 ,他们认为:决策者的个性和心理对各

国外交政策的塑造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

二　日本对华复交决策个案研究

何谓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个案研究” ? 其功用又体现在何

处? 布鲁斯·麦斯基塔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见解:“我认为当事实

与逻辑相结合时才能产生可信的知识。其中的一个思路是去详

细分析某个单独事件 ,这种方法我们现在称之为个案研究。事

实证明 ,它为新的和有趣观点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基础。从这

些观点中人们又提出关于世界上一些规则的假说 。这些假说值

得通过仔细分析个别事件及许多事件中的重复来探究 。当它推

导出所提出的解释非常接近于已知情形的细节时 ,个案研究的

严格分析增加了取得更加逼真效果的前景。”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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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是布鲁斯·麦斯基塔于 2000年 2月就任“国际研究协会”(ISA)主席时

的致辞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1年第 8期。

国外有学者认为日本外交决策中“非正式”方式运行的基础是“关系和共

识” ,在日本的外交决策过程中 , “非正式”方式的作用力度有时甚至超过正式的组织

结构。 参见 Richardson , Bradley , and Scott Flanagan.1984.Politics in Japan.Boston:

Litt le , Brown&Co。



(一)影响对华复交决策的国际因素

中日关系的发展并不仅仅取决于中日双边因素 ,而是在很

大程度上受制于“多边结构”的影响 ,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影响 ,其

大框架“几乎一直都与世界体系的结构变动相联系” 。日本对华

复交决策的历史性决断 ,受变化了的国际因素的影响颇大。这

里所说的国际因素 ,主要包括美国 、苏联和中国这一“大三角”的

战略结构及相互作用 。

如何对待中国 ,一直是战后初期日本历届内阁的外交难题。

在对华复交决策问题上 ,主要是以下外部因素对日本外交政策

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 。

首先 ,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冷

战”国际体系下 ,对美关系是制约日本外交决策的首要外部环

境。1952年生效的《旧金山和约》 ,为其对外政策定下了基调 ,

即在决定重大外交政策时注重日美协调。“对美国与苏联在核

军备方面趋于平衡及美国经济力相对降低的认识 ,与寻求从越

南战争中体面地撤退的动向联系在一起 ,促使美国做出与中国

和解的选择 。”① 以对美关系为外交基轴的日本 ,在对华态度

上 , “如果没有美国率先行动 ,它也不会单独行动” 。“越顶外交”

使日本产生了“不要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再次落后于美国”的紧

迫感。② 其次 ,中国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在东亚孕

育着新的国际关系架构。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美国执行敌视新

中国的政策 , 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却仍被蒋介石集团所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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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页 , http:  www .fmprc.gov.cn chn ziliao wjs 

2159 t8976.htm。

吴学文:《日本外交轨迹(1945—1989)》 ,时事出版社 ,1990年 ,第 107页。

田中明彦:《回顾日中邦交正常化 30 年》 , 《日本学刊》 2002 年第 4 期 ,第

77页。



踞” ③。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中国政府进行了长期不懈

的努力。第26届联大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这不仅

是中国外交的重大突破 ,同时亦对国际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后 ,中国抓住有利时机 ,积极主动地推动中日关系发展。① 以

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外交决策层 ,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 ,

并依据不断变动的国际环境积极调整对日战略。周恩来总理在

会见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时表示:“恢复中日邦交是

两国人民的长期愿望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如果日本现任

首相 、外相或其他大臣来谈恢复邦交问题 ,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

开放 ,欢迎田中本人来。”②

(二)影响对华复交决策的国内因素

1.首相

日本首相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和地位首先要受到法律的规

制。1947年实施的《日本国宪法》及《内阁法》对首相的权限均

有明确规定:“行政权属于内阁” , “内阁总理大臣任命国务大

臣” , “可以任意罢免国务大臣” , “内阁总理大臣代表内阁向国

会提出议案 ,就一般国务及外交关系向国会提出报告 ,并指挥监

督各行政部门” 。③ 另外 , “内阁会议由内阁总理大臣主持” , “内

阁总理大臣根据内阁会议决定的方针 , 指挥监督各行政部

门” 。④ 可以说 ,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主导外交的体制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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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内阁法》 ,第 4 、6条。转引自蒋立峰主编:《日本政治概论》 ,第 512页。

《日本国宪法》 ,第 65 、68 、72条。转引自蒋立峰主编:《日本政治概论》 ,东方

出版社 , 1995年 ,第 506—507页。

转引自高锷:《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回忆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和平

与发展》2002年第 3期 ,第 23页。

如 1971年的“双王旋风” 。参见岛田正雄:《战后日中关系 50年》 ,江西教育

出版社 , 1998年 ,第 228—238页;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 1996年 ,第 333页。



上得到了保证。

但日本首相在决策时的实际能力却因人而异 。日本政府决

策过程总体上表现出重视“自下而上”的程序和决策成员“全体

一致”的特征 ,在这种氛围下 ,日本的首相多为善于协调的好手 ,

而缺少强有力的“铁腕人物” 。但在对华复交问题上 , “善于决

断”的“强人型”首相田中角荣显然是个例外。①

作为佐藤内阁的后继者 ,田中角荣在首次内阁会议上就明

确表示“要以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为急务 ,在动荡

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②。田中对国际形势的

估计与佐藤大不相同 ,他认为观察世界形势不但要从“两极”思

想出发 ,而且也要看到中国的力量 ,应当推动“多边自主外交” 。

田中的决断能力还体现在就任首相伊始 ,即任命竞选盟友大平

正芳为外相 ,放手让大平开展对华复交工作。另外 ,田中还把政

调会所属的“中国问题调查会”改组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

会” ,新的机构越过政调会和总务会 ,直接对自民党总裁负责。③

在组阁后第 85天 ,田中就毅然来到了北京。关于首相访华一

事 ,在自民党内讨论时曾发生过激烈争议 ,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对

和阻挠更是气势汹汹 ,甚至扬言要杀了田中。“田中下决心访

华 ,既要有勇气 ,也要敢于冒风险。”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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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高锷:《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回忆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和平与发展》

2002年第 3期 ,第 25页。

赵全胜:《日本政治背后的政治———兼论日本对华政策制定与中日关系》 ,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香港), 1996年 ,第 91页。

转引自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6

年 ,第 333—334页。

外交政策决定要因研究仝  日本の外交政策决定要因 、PHP 研究所 、1999

年 、62—63页。



2.外务省

一般来说 ,日本外交政策的提出和执行均在外务省的管辖

之下 。在日本各省厅中 ,外务省在决策程序中的作用比较独特。

以下决策参与主体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1)外相。外相根据形

势的变化或参照国内政策 ,对所属部局上报的政策建议做出判

断并向首相汇报 。作为外务省的最高负责人 ,外相在日本外交

决策过程中理应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 ,由于“外相通常

是从非外务官僚出身的政治家中选任” ,所以“其在外交决策中

的作用并不能与外务省本身相提并论” 。①

(2)外务事务次官 。外务事务次官(简称“外务次官”)是辅

佐外相的事务当局最高负责人 ,兼有上传下达 、临机决断及草拟

政策的职权。由于专门处理外交问题 ,外务事务次官较之其他

省厅的事务次官更有发言权。战后日本外交决策的基本制度是

“禀议制” ,即在外务次官亲自主持下 ,由外务省部局课等基层部

门起草政策方案 ,再逐层申报批准 。因此 ,辅佐外相的外务次官

处于基础性决策程序的关键部位 ,被称为“大半个日本外交的实

际遥控者” 。因此 ,考察外务次官的作用对认识日本外交决策的

机制很有必要。

(3)课。对讲求专业性和政策连续性的外交事务而言 ,课的

作用相当关键 ,主要负责外交政策方案的起草 、解释 、实施以及

针对特定外交问题的国际谈判 。课内的官僚多为特定领域的

“行家里手” ,具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及外交事务的职业能力。当

时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是省内的大课 ,日常业务的中心是收集

和分析以中国为主的情报 。自 1955年始 ,外务省开始有计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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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日本外交的转型》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 1998年 ,第 58页。



培养中国问题专家。为了学习中文和中国政策 ,外务省专门派

人赴海外研修。到 70年代初 ,该课的中国问题专家有 27人。①

然而 ,当出现对华复交这一重大政治课题时 ,外务省官僚就

居于次要地位了 。佐藤内阁时期 ,外务省官僚非常注意与政治领

导人制定的对华政策一致 ,他们把有争议的问题留给自民党。外

务省逆世界潮流而动 ,企图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地位而以失

败告终 ,对此 ,在野党自不待言 ,连自民党内部也不乏指责之声。

在“尼克松冲击”后 ,通产省和大藏省均做出积极姿态 ,以便

改善对华关系。尽管面对来自其他部门的压力 ,外务省决策层

仍坚持与首相和高层政治家保持步调一致 。在对华复交问题

上 ,由于外务省不能迅速准确地判断形势 ,政府和执政党的决策

也就相对缓慢。

当时 ,外务省各局围绕对华问题曾有激烈的争论 ,主张采取

新的对华政策的亚洲局在省内居于少数派 ,其在对华问题上的

提议被认为是行不通的 。② 当“逆重要问题”提案被否决后 ,外

务省官僚开始努力促进对华关系。田中当选首相后马上通知外

务次官法眼晋作 ,称他本人决定支持邦交正常化 。这个清晰的

信号 ,为外务省急剧转变对华政策开了绿灯。亚洲局率先与田

中(首相)—大平(外相)决策体系建立联系 ,并共同对抗自民党

内的亲台势力。外务省其他局也纷纷改变态度。最终 ,外务省

成立了名为“中国问题对策审议会”的 15人班子 ,专门负责对华

复交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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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外务省中与中国有关的局主要为亚洲局 、联合国局 、美国局 、经济局和条约

局。亚洲局竭力主张采取新的对华政策 ,认为日本应放弃“两个中国”的政策。同时

该局也估计到中国将很快被联合国接受 ,故日本不应该同美国共同提出“逆重要问

题”提案。

 朝日新闻 1971年 8月 26日。



3.经济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s)是指那些为追求共同利益而采取

一致行动的个人集合体 ,其行动绝大多数是通过各种方式影响

政府决策过程以保护或扩大自己的利益 ,因而也被称作压力集

团(pressure groups),由此形成的政治现象被称作压力政治(pres-

sure politics)。从“1955 年体制”确立伊始到经济高速增长告一

段落的70年代中期 ,日本政治过程逐渐出现了猪口孝所言的

“科层制多元主义”(bureau pluralism)趋势 。参与日本外交决策

过程的主体 ,除了国会 、内阁 、省厅 、政党等直接主体之外 ,还存

在着间接参与主体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 。

经济利益集团对外交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环节上:

第一 ,在战后初期 ,财界对保守系政党保持巨大影响的主要手段

是提供政治资金 。① 财界以雄厚财力为后盾确保对自民党和官

僚的影响力 ,导致了日本外交决策体系中独特的“铁三角”利益共

生关系。第二 ,面临对华复交等重大外交决策问题 ,经济界出于

开拓中国市场的需要 ,往往直接出面对执政党及内阁施加压力。

进入 1971年 ,日本经济利益集团“开始对华接近” ,而“中国

方面也希望对政府和执政党有很大发言权的财界转变方向 ,并

着力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② 经济界的对华积极姿态 ,加快了田

中内阁对华复交决策的步伐。尤其是新日铁会长永野重雄转变

态度 ,对当时整个日本经济界震动最大 。此后 ,各财界团体纷纷

迅速制定了访华计划。10月 25 日 ,当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 ,日本经济界的态度几乎是完全朝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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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 ,势力最大的

财界团体———经团联也不得不转变态度 。12月 16日 ,在经团

联评议员会议上 ,植村会长致辞时说:“既然(中国)加入了联合

国 ,那么我们就期待着尽量加快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这是经

团联第一次正式讨论中国问题。植村的发言 ,明确了经团联的

立场 。至此 ,日本经济界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统一意见基本

形成 。①

4.在野党和超党派议员联盟

虽然自民党长期执政 ,但在野党在议会政治中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在野党对决策过程的作用是通过对执政党及政府施加

影响来实现的。就其形式来说 ,有国会上的正式渠道和国会外

的非正式渠道两种;就其内容来说 ,有对政府政策的提案的抵制

作用和促进作用两种。在复交之前 ,在野党就对发展同中国的

关系持积极态度 。在田中内阁对华复交决策过程中 ,在野党与

执政的自民党携手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处理作为复交最大障碍的台湾问题方面 ,社会党与公明

党等在野党相继表明立场 。社会党公开坚持在对华复交的同时

断绝日本与台湾当局的关系。1971年 6月 28日 ,以公明党委员

长竹入义胜为团长的访华团同周恩来总理会谈 ,就促进恢复日

中邦交问题达成协议 ,在 7月 2日与中日友协代表团签署的联

合声明中 ,双方确认了公明党代表团所提出的“日中复交五原

则” 。1972年 3月 ,以春日一幸为团长的民社党代表团 ,应中日

友协的邀请访问中国 。4月 13日 ,双方发表《联合声明》 ,一致

赞同民社党提出的“日中复交三原则” 。至此 ,废约(即废除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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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台湾当局签订的所谓“日华条约”)复交已成为日本各主要在

野党的共识。

在推进对华复交的进程中 , “实现了超党派的配合”。1970

年12月 ,以自民党反主流派的藤山爱一郎为会长的“促进日中

邦交议员联盟”及由公明党发起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国民协议

会”相继成立。在田中内阁成立的第三天 ,社会党委员长表示要

为实现对华复交而“推行超党派外交” 。

在野党和超党派议员联盟是打开复交谈判的重要渠道 。田

中角荣曾称 “在野党和超党派的议员联盟的活动为日中复交铺

平了道路” 。由于中日之间缺少正常的官方沟通渠道 ,从而使得

非官方的政治人物特别是竹入义胜充当了“日本的基辛格”的角

色。①以超党派的支持为背景 ,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等组成的

日本政府代表团于 1972年 9月 25日访问了中国 ,从而掀开了

中日关系的新篇章。

5.媒体与舆论

舆论(public opinion)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

种现象 、问题所表达的信念 、态度 、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 ,具有

相对的一致性 、强烈程度和持续性 ,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

程产生影响。②媒体推动舆论从而影响政府决策的主要方式是

对政局的报道及评论 ,其主要内容包括社会团体的利益表达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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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过程的利益决定 、政府部门的利益实现 、政治家的言行 、特定

政治事件尤其是政治丑闻等 ,而政党与政府也积极利用媒体扩

大自己影响 ,力图使社会舆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日本媒体的政治报道内容首先“是对政治过程的报道与评

论 ,而且在政治过程的主要阶段(如利益表达 、利益决定和利益

实现等)更是用大量篇幅或时间进行报道与评论” , “对决策过

程 ,即利益决定过程的报道与评论就更为详尽 。一项重要的决

策从提出到通过国会审议而成为法律 ,报纸 、电视等主要传播媒

介都是不厌其烦地将每一个细节详加报道” 。① 对日本而言 ,

“对外政策的改变一向依赖外界的压力 ,这与日本在政策决定过

程中一贯重视舆论的统一有很大关联”②。

由于媒体积极参与政治 ,其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影

响已显著增加 。日本媒体也努力在对华复交决策方面影响舆

论。《朝日新闻》 、《读卖新闻》及《每日新闻》等媒体均大量报道

中国现状并不断发表社论 ,呼吁早日实现对华复交。《朝日新

闻》1971年 6月发表社论称:“尽管大多数人要求对华关系正常

化 ,但执政的自民党和中央官厅仍顽固坚持`一中一台' 的政

策。”③ 对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与此相反 ,

媒体却对积极推进对华关系的政治家给予了舆论支持。例如 ,

田中角荣自竞选伊始 ,就很受媒体的欢迎 ,被媒体描述为“有决

断力和实行力”的强有力人物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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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复交的决定来自诸多政治力量的努力 。正如刘德有所言:

“进入 70年代 ,生活在日本 ,你会强烈感到在中日关系问题上 ,

日本政治舞台上的各种力量都纷纷亮相 ,努力发挥自己的影

响。”① 本个案分析的学理及实践意义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检验了以 “两个结合起来的分析层次(国际层次和国

内层次)”来分析日本外交决策的理论尝试。

日本对华复交的决策过程 ,是日本国内外各种因素作用的

结果 。从日本国内政治过程来看 ,许多政治角色都被卷入到这

一进程中去 , “演员”主要包括自民党的政治家 、外务省官僚 、经

济利益集团 、在野党和媒体 。上述变量构成了日本对华复交决

策的内因 ,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则构成了决策的外因 ,通过影响内

因来发挥作用。

第二 ,阐释了在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 ,除正式机制外 ,同样

存在非正式机制的“场”。

在这一个案中 ,笔者通过检验对华复交的决策过程 ,试图阐

明决策主体间的正式与非正式的活动及其相互作用的理论构

图 ,亦即通过对决策主体所扮角色的分析 ,力求对日本外交政策

制定的特征有进一步的认识。对日本这样一个政治文化特色如

此鲜明的国家 ,分析非正式机制的运作显得尤为必要。

第三 ,论证了在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 ,日常程序为“官僚主

导” 、重大突破靠“政治决断”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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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复交最终是通过以田中角荣为首的最高决策者做出政

治判断完成的 ,但这并不否定日本外交决策的“官僚主导”特征 ,

而是恰恰证明田中外交是战后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特

例。而田中对内外各方进行上下左右协调的过程 ,以及日本国

内影响这一决策的各行为体的参与方式 ,也都淋漓尽致地证明

了战后日本外交决策的特征。战后中日关系是一种被历史 、冷

战和体制这三重障碍隔绝的双边关系 , “官僚主导”在对华复交

这样的突破性课题上是无能为力的 ,这也是战后日本外交的

通病 。

第四 ,有助于把握对日本对华决策的规律性的认识 。

1972年以后 ,日本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对华复

交为日本外交决策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 。日本对华决策中形成

了一个“好传统” ,这就是“以民促官 、官民并举” 。① 对日本来

说 ,在此次重大外交决策中 ,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各行为体之

间的运作模式 ,同时 ,对于我们把握近年来学界所关注的中日关

系“1972年体制”以及今后日本对华决策的走向具有理论和现

实意义。

(责任编辑:韦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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